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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1983 年，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與社會學教授 W. P. Davison 在《民

意季刊》（Public Opinion Quarterly）第 47 期發表了一篇名為〈傳播的

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in Communication”）的論文，開

啟新聞、傳播、民意與廣告行銷相關領域往後二十餘年的「第三人效果

」研究。 

二十多年以來，傳播學界、心理學界及社會學界對這個相對新的假

說，不論在理論層面或實證層面，均投以大量的關注。 

在假說方面，研究趨勢從第三人效果起步，逐漸發展出第一人效果

和第二人效果；在概念上，也從第三人效果（third-person effect）的本

身，擴及效果間的差異，亦即第三人效果認知（third-person perception

）；分析層面則涵蓋假說本身的成因及第三人效果在行動面造成的影響

；方法上則出現大量實驗法及問卷調查法的實證研究。逐漸多元的研究

面向，豐富了這個領域的內涵，也提供研究者更多深入檢視其理論及方

法之場域。 

本研究嘗試整理第三人效果及衍生之相關假說所涉及的成因理論

，解析相關假說所涵蓋之概念，並且試著舖陳若干研究方法面臨的挑戰

，亦企圖記錄研究過程中面臨的困惑與心得，期能拋磚引玉，提供相關

研究思辨與演進的方向於萬一。 

本文首先從啟發 W. P. Davison 提出第三人效果假說的最初研究開

始，回溯其研究案例和研究動機；接下來，將整理這四分之一個世紀中

，探討第三人效果的主要文獻，從理論機制到概念解析，逐一檢視相關

研究的脈絡；隨後並提出若干理論上的思辯和研究方法上的討論；最後

，再從總體面與個體面、變動性與穩定性、累積性與不可累積性、長效

性與短效性，以及質化與量化等五個角度，提出筆者對後續研究的建議

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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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第三人效果的緣起 
 

Davison（1983）的研究起始於他對一段戰爭史實的好奇心。這件

事情發生在二戰期間，美軍佔領的一個太平洋小島上。有一天，一個以

白人軍官和黑人士兵組成的部隊，接到日軍以機隊空投之大量宣傳小冊

子，宣傳品上挑明這場戰事是日本人和白人的戰爭，與有色人種無關，

並勸退黑人士兵，搧動他們不需要為白人的恩怨付出生命。結果，第二

天美軍全數撤退。 

第二個喚起 Davison 關注的事件，發生在五○年代，位於西德首都

波昂的一家報社。那時，他請報社記者評估該報有關外交政策的評論文

章，到底會對讀者產生多少影響力；在一一詢問之後，他發現大部分的

記者都認為「報社的評論文章對自己沒什麼影響，但對一般民眾可能有

相當的影響」，再次引發了他對於認知在人我之間差異性之好奇心。 

第三個案例則與某次美國總統大選的地方初選有關。選舉投票日前

兩天，Davison 在自己信箱內，看到對手陣營散發的文宣。他覺得這份

文宣品質相當不錯，應該會吸走一些選票；於是他不假深思就投入了輔

選活動，採取反制措施，著手印製一批新文宣，並挨家挨戶散發以為因

應。選後一項非正式的訪談顯示，雙方支持者對於前後兩份文宣並沒有

什麼感覺，而這也刺激了 Davison 思考，何以選前他會為對手文宣可能

的影響力如此憂慮？ 

上述三個故事的結局都很相似：黑人士兵其實並未受到影響，卻使

白人軍官認為他們可能受影響而採取了因應的撤退行動；報社記者認為

評論文章對新聞室內的人影響甚微，但是讀者會受到很大的影響；對手

陣營的競選文宣，其實對選民沒什麼作用，卻使助選者認為對選民有很

大影響，因而趕工製作反制的文宣四處消毒。 

Davison（1983）從包含前揭三個觀察在內的一系列文獻中，整理

出一個影響近二十年來有關民意認知與行為的重要假設。即：(1) 人們

接觸到含有說服性的訊息（無論是否刻意勸服），會認為訊息對其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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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力大於自己。(2) 不論自己是否為該訊息的明顯受眾（ostensible 

audience），人們會因為認知訊息對他人的影響效果而採取一些因應行

動。同時，他也針對媒介效果提出一個推論：「媒體的效果可能不是來

自於明顯受眾的反應，而是那些預期或認為媒介訊息對別人有影響的人

的反應上」（ibid.: 3）。 

Davison（1983）並以兩種不同的觀察，為「第三人」（third persons

）下了定義：(1) 人們認為傳播的顯著效果不會發生在「你」、「我」身

上，而會在「他們」身上。這個「他們」即為第一種「第三人」。(2) 「

第三人」同時也意謂著那些預期或認為他人的態度或行為會受到媒體影

響的人。 

藉由幾個小型的實驗，Davison 嘗試檢驗他的假設，也獲致了相當

一致的結論。例如，33 名哥倫比亞大學大眾傳播課堂上的學生，在看

過一篇有關紐約州長選舉的訊息之後，48％的學生認為一般紐約人所受

影響較自己為大，36％的學生認為沒有差異，6％的人認為自己受影響

較大，9％的人不表示意見。整體受訪者認為對一般紐約人的可能影響

，平均分為 3.4，對自己的可能影響，則為 2.26（滿分均為七分）。 

又如，25 位研究所學生被問及，電視播出兒童商品的廣告，是否

會影響孩童吵著父母去購買該項商品？問卷先請受訪者回溯個人小時

候的經驗，再問他們對一般小孩影響的評估；結果顯示，認為電視廣告

對自己孩提時代影響很大的佔 32％，認為對一般小孩影響很大的則有

68％；認為對自己有一些影響的佔 24％，認為對一般小孩產生一些影

響的佔 28％；20％的受訪者認為對自己的影響不大，4％的人認為對其

他小孩的影響不大；認為對自己孩提時代完全不起作用的達 16％，卻

沒有人認為一般小孩會完全不受影響。 

再如，問卷調查 25 位成年人有關美國新罕布什爾州初選結果，是

否會影響到他們以及不同陣營其他選民的投票意向；結果發現，沒有人

認為自己會受到很大影響，認為會對雷根陣營的人影響很大的佔 52％

，對卡特陣營影響很大的佔 32％；認為對自己會有些許影響的佔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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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雷根陣營有些許影響的也佔 24％，對卡特陣營有些許影響的佔 48

％；認為對自己毫無影響的佔 72％，對雷根陣營毫無影響的佔 20％，

對卡特陣營毫無影響的也佔 20％。隨後再問及雷根的鷹派外交政策是

否會影響他們和其他人的投票意向，結果發現，認為對他人有影響者，

比認為對自己有影響者，多出兩倍人數。 

這篇以理論初探為主、小型實驗為輔的研究文章，在往後的二十餘

年間，引起了學術界廣大的迴響。 

 

參、理論的演進與論辯 
 

在〈傳播的第三人效果〉這篇論文中，Davison（1983）首次將二

戰美軍、波昂報社、美國大選等三個案例所歸納出的現象，命名為「第

三人效果」。他所定義的「第三人」，是指一般人傾向於認為媒體造成的

最大影響，不會是在「你」、「我」身上，而是在「他們」身上；不僅是

將「他們」標籤為「第三人」，亦將「認為媒體會對他人產生較大影響

的人」視為「第三人」，而媒介訊息對這兩種第三人產生的效果，統稱

為「第三人效果」。 

至於媒體內容對第三人的影響（third-person effect）與對自己之影

響（first-person effect）所出現的認知差距，常稱為「第三人效果認知

」（third-person perception）（羅文輝，2000a；Driscoll & Salwen, 1997）。 

也有學者將此一認知差距區分為三種，亦即「第三人效果認知」、「

第一人效果認知」和「第二人效果認知」。分野在於：當訊息（通常是

負面訊息）可能對他人的影響大於自己時，其間的認知差距為「第三人

效果認知」；當訊息（通常是正面訊息）可能對自己的影響大於他人時

，其間的認知差距稱為「第一人效果認知」（first-person perception）（

Price, Tewksbury & Huang, 1998；Andsager & White, 2001；Salwen & 

Driscoll, 1997；Rucinski & Salmon, 1990）或「逆第三人效果」（reversed 

third-person effect）（Gunther & Mundy, 1993；Duck & Mulli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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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vid, Liu, & Myser, 2004）；當訊息對他人和自己造成相同的效果時，

也有人稱為「第二人效果」（second-person effect）（Neuwirth & Frederick, 

2002）。第二人效果並未引起廣泛的後續討論，可能是因為研究論文通

常對沒有顯著差異性的實證缺乏興趣。至於第一人效果認知，則是在理

論上和實證上，還未取得完全的共識；如 Duck, Hogg & Terry（1999）

、 Henriksen & Flora（1999）發現，正面的訊息會讓人們認知到自己受

的影響大於其他人；但是 Park & Salmon（2005）卻認為，即使是正面

的訊息，人們依舊認為他人所受影響大於自己。這可能是社會需要性（

social desirability）[1]所產生的說服力不足，以致於人們仍認為自己沒那

麼容易被改變（Duck & Mullin, 1995；Innes & Zeitz, 1988）。 

目前有關第三人效果認知的研究，依其目的可分為兩類，第一類是

把第三人效果認知當成依變項，探討認知差距是否存在、在什麼情境下

存在、哪些因素會影響認知差距的大小；另一類則是將第三人效果認知

當成自變項，探索第三人效果認知如何影響閱聽人採取因應的行動，如

檢查或管制媒體內容、軍隊撤退、散發反制廣告等。 

以下，本文將由第三人效果之形成原因（機制）、媒介訊息之定義

與概念解析，以及因社會距離形成之第一、二、三人之概念出發，進一

步探討第三人效果的意涵。 

一、第三人效果的成因理論 

究竟是什麼因素，導致人們認為不需要的媒介內容[2]對別人的影響

較大，對自己的影響較小？認知心理學和社會心理學的若干理論，提出

了一些合理的解釋。 

歸因理論（attribution theory）是第三人效果研究最常引用的理論之

一（Park & Salmon, 2005）。基本歸因謬誤（fundamental attributional error

）係指人們傾向於將自己的態度行為歸因到外在的因素，而將那些不同

於自己的其他人之行為歸因到個人特質因素；因此會用較複雜的情境式

因素去判斷自己的行為，而用屬於個人特質的較簡單因素去判斷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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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為。Rucinski & Salmon（1990）以及 Gunther（1991）將這樣的理論

基礎引申到第三人效果，認為一般人在衡量媒介訊息對他人影響時，會

著重在個人因素之影響，而忽略情境式因素之影響，是故高估了媒體在

他人身上的效果；當衡量自己受到的影響時，又會以情境式因素為主而

低估了影響。 

平衡理論（balance theory）（Heider, 1946）或可說明第三人效果認

知發生的部分原因。平衡理論中的 P-O-X 模式，乃指兩個主體 P 與 O

，以及一個事件（物體）X 之間，要保持關係的平衡，才能維繫一個人

心態上的平衡。因此當受訪者（P）認為一個負面媒介訊息（X）是不

好的，他有可能評估其他人（O）會認為該負面訊息是好的或沒有那麼

壞的，以求取心中的平衡，達到 P-O-X 三角形中三邊乘積的正值。易

言之，當受訪者將其他人視為較不優秀或較無知時，在 P-O-X 三角形

中，他與其他人的關係可能為負值，因此會需要自己對媒介與他人對媒

介認知的不同，來維持 Heider 理論中之平衡。這樣的心理因素造成了

人們對於媒體對自己影響及媒體對他人影響之差異性認知。[3] 

Festinger（1954）指出，人們會本能地尋求可以用來對比自身想法

和能力的參考目標，通常這個參考目標未必是真實存在的民意或可供比

較的數據，而是一個建構出來、有關其他人的想法和作法，稱之為建構

式的社會比較（constructive social comparison）。Park & Salmon（2005）

歸納出建構式的社會比較包含兩種機制：(1) 非動機式的機制，包括認

知錯誤（cognitive error）、自我中心趨勢（egocentric tendency）或刺激

啟發（heuristics）。(2) 動機式的機制，包括自我防衛（ego-defensiveness

）、焦慮減少（anxiety reduction）、自尊強化（self-esteem enhancement

）及向下比較（downward comparison）。Park & Salmon（2005）認為社

會比較理論較能解釋第三人效果的成因，因為這些機制既可以同時解釋

第三人效果和第一人效果，也可以解釋第三人效果的大小差異性。 

無論第三人效果認知或第一人效果認知，其背後都有一個自我膨脹 

（self-enhancement）的因素，而自我膨脹的成因，則涵蓋了擴大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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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特色的心理傾向（Gunther, 1991；Taylor & Brown, 1988）、自利

偏差 （self-serving bias）（Lasorsa, 1989；Perloff, 1993），以及自以為比

較順遂的樂觀偏差（optimistic bias）（Henriksen & Flora, 1999）。 

自我膨脹是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潛意識。Gunther（1991）分析，「

優於一般人」（better-than-average）的認知，會使人們認為自己比一般

人優秀，以致於傾向認為別人較易受到負面訊息影響，藉以維持自尊。

樂觀偏差則是指人們傾向於認為自己沒有那麼容易受負面訊息左右，藉

此得以維持主控感（a sense of control）及自尊心（self-esteem）（Weinstein, 

1980）。Brosius & Engel（1996）認為這類「不務實的樂觀」（unrealistic 

optimism）會擴大負面訊息造成的第三人效果，因為人們希望維持正面

的自我。 

自尊心和自我膨脹為一體的兩面，是近年常被引用來解釋第三人效

果的成因之一。如「面對不需要的訊息具有較強抵抗力」的自我認知，

可以擴大一個人的自尊心和自信；至於自我膨脹則是一種常見的心態，

即人們容易認為具有社會需要性的訊息，對自己這麼「開明」及「認同

社會」的人而言，是深具影響的。這類機制同時可以解釋第一人效果的

由來（Cohen & Davis, 1991；Henriksen & Flora, 1999；Meirick, 2004）。 

認知易得性（cognitive availability）說明了人們喜歡用自己的想法

去推測其他人的想法，因為自身的想法或價值觀最容易出現在衡量民意

分布的參考座標上（Ross, 1977），因此會形成自我中心偏差（egocentric 

bias），並投射到民意，造成對民意的誤判（Marks & Miller, 1987）。

McLeod, Detenber, & Eveland（2001）認為一般人會以較複雜的思考評

估媒體對自己可能的影響，而以簡單的思維忖度其他人面對媒體訊息的

反應；這兩種尺度造成了同一媒介訊息對自己和他人兩種不同受眾影響

認知的差異。 

第三人效果認知中，區別「我族」與「他族」的人我界線，常用內

團體 （in-group）與外團體（out-group）劃分（Duck, Hogg, & Terry, 1999

；Mackie, Hamilton, Russkind, & Rosselli, 1996）。社會認同理論（soc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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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ntity theory）說明，基於自尊，人們常會傾向於維護或美化所屬團體

的形象（Tajfel & Turner, 1986）。和社會認同理論相似，自我分類理論

（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亦強調，人會在內團體中，找尋且強化相

似元素，並突顯與外團體成員的差異性；基於這樣的心理狀態，人會藉

由偏好內團體去促進自尊。 

Park & Salmon（2005）將產生第三人效果的因素分為三類：(1) 個

人特質，如人口特徵、自尊心及涉入程度等；(2) 誰是第三人，如比較

參考的標準（comparison reference standard）等；(3) 情境式的因素（

situational factor），如所認知的社會需要性以及訊息來源的說服企圖等

。在第三人效果的行動層次方面，成因包含了防阻有害的訊息和支持有

益的訊息兩種心理動機。 

二、媒介訊息的概念解析 

在第三人效果認知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自變項是訊息的「好」或

「壞」。通常可信任的訊息來源會被視為較有社會需要性（Cohen, Mutz, 

Price, & Gunther, 1988；Gunther, 1991）。具有社會需要性或有益的訊息

，諸如：有關公益的公關訊息（Park & Salmon, 2005）、反菸廣告（

Henriksen, 1999）、反暴力的 MTV（Chapin, 2005）等；相對地，具有社

會不需要性（undesirable）或有害的訊息，包括：色情（羅文輝、牛隆

光，2003；Lo & Wei, 2002；Lee & Tamborini, 2005；Tewksbury, 2002；

Gunther, 1995）、電視暴力內容（McLeod, Eveland, & Nathanson, 1997；

Rojas, Shah, & Faber, 1996；Gunther & Hwa, 1996）、誹謗他人的訊息（

Cohen et al., 1988；Gunther, 1991），以及負面廣告（Rucinski & Salmon, 

1990；Cohen & Davis, 1991）等。 

大多數的相關研究均證實，人們認為有害的訊息對他人造成的影響

比對自己大，其間的差距是為第三人效果認知（Davison, 1983；Rucinski 

& Salmon, 1990；Shah, Faber, & Young, 1999；Thompson, Chaffee, & 

Oshagan, 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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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riksen（1999）藉由實驗方法，發現青少年認為香菸廣告對他

人影響最大，對好朋友次之，對自己影響最小。Meirick（2005）也指

出，人們對於香菸廣告可能造成的影響，存在第三人效果的社會距離效

應。Yang（2005）則利用網路問卷，調查 592 名便利樣本，發現受訪

者認為拍賣網站的負面影響對自己最小，其次為一般成年人，影響最大

者為青少年。在行動層面，Yang（2005）分析，受訪者認為只有對自

己影響的認知，才是預測自己採取限制行動的顯著變項；陳志賢與陳志

萍（2007）以大高雄地區居民為電話調查對象的實證結果亦顯示，「電

視對自己的影響」才是唯一能預測電視改革支持度的因素。 

除了明顯的有害訊息會造成第三人效果之外，媒介議題的重要性也

會造成第三人效果。Tyler & Cook（1984）明言，閱聽人在評估媒介效

果時，會產生「對社會影響的評斷」和「對個人影響的評斷」兩種模式

；換句話說，媒體不一定會影響自己對於一個議題重要性之判斷，但是

會影響自己對別人可能想法之推斷；也因為這種對民意推估的結果，終

究會產生對個人的影響，故他稱之為「非親身影響」（impersonal impact

）。舉例而言，沉默螺旋理論（spiral of silence theory）中，評估自己是

少數而選擇沉默的那群人，其所受的影響，即是一種非親身影響；另外

，第三人效果中，認為自己不受影響、卻因為擔心他人受影響而採取行

動的人，亦是此一心理。 

至於議題的顯著性與重要性，則會讓閱聽人認知到媒介對他人究竟

造成多少影響力，進而影響其內心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Mutz（1989

）以電訪大學師生所得到的調查資料，檢驗議題顯著性和第三人效果的

關係，結果顯示人們愈認為該議題重要，就愈容易出現第三人效果。此

外，議題的價值觀是否主流，或是否符合一般人的期待，也是人們會形

成人我認知差距的一項變因；通常議題的價值觀與主流認知差距愈大時

，該訊息便愈容易被視為負面訊息，而形成較大的認知差距。Eveland, 

Nathanson, Detenber, & McLeod（1999）發現，反社會價值的訊息，所

造成的第三人效果認知，遠大於認同社會價值的訊息。針對全台灣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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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的一項郵寄問卷普查結果顯示，社會新聞中形容嫌犯可憐的描述手法

，比起形容被害人可憐的描述手法，第三人效果認知明顯加大（彭文正

、蕭憲文，2006）。 

媒介訊息的可信度增加了受眾對該訊息的需要性，因而使得受訪者

認為訊息對他們具有相當影響力，因此可能造成第三人效果認知縮減，

甚或形成第一人效果（Meirick, 2002；Neuwirth, Frederick, & Mayo, 2002

）。相反的，當媒介訊息明顯存在偏見時，閱聽人會認為媒介的可信度

受到質疑，但是又會因為自我優越感作祟，認為他人較有可能習而不察

，因此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增加（Cohen et al., 1988）。Perloff（1993）亦

表示，當人們認為受到媒介內容的影響是很不智的行為時，第三人效果

即會伴隨而生。 

整體而言，訊息的正面與否、可信與否、主流與否，背後都意涵著

社會需要性的因素，然而除了媒介訊息方面的因素之外，閱聽人方面的

因素──特別是閱聽人和媒介的互動關係──亦不容忽視。Lambe & 

McLeod（2005）認為社會需要性和第三人效果認知間的關係，不是單

純的線性關係，對於第三人接觸訊息多寡的認知及第三人易受影響程度

的評估，才是認知差距的關鍵。 

從八○年代末期開始的相關研究，聚焦於探索年齡、教育等人口變

項和第三人效果間的關係。在年齡上，如 Rucinski & Salmon（1990）

研究指出第三人效果不受年齡的影響；Glynn & Ostman（1988）則發現

年長者比較容易產生第三人效果；Brosius & Engel（1996）進一步說明

40 歲以上的人會出現較大的第三人效果認知；但 Driscoll & Salwen（

1997）卻獲得相反的結果，強調年齡愈輕，愈容易產生第三人效果認知

。這些混淆的結果，可能意指第三人效果認知並非單純受年齡的影響，

而極可能必須將人口變項和媒體議題間的互動關係一併考量（Perloff, 

1989；Tiedge, Silverblatt, Havice, & Rosenfeld, 1991；Vallone, Ross, & 

Lepper, 1985）。有鑑於此，Robinson & Umphery（2006）將代溝視為一

個中介變項，發現涉及老人負面形象的廣告時，老年人和年輕人都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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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人效果，當老人形象為正面之廣告出現時，兩個族群都出現了「對

自己影響大於對他人影響」的認知。 

至於在教育上，Hills（2001）主張一個人對第三人的感知，受限於

自己的感知位置，教育程度較低的人較可能認為其他人比自己更容易受

到媒介效果影響；亦有不同的實證研究指出，教育水準愈高者愈容易認

為他人受到媒介訊息的影響大於自己（Rucinski & Salmon, 1990; Tiedge 

et al., 1991）；胡幼偉（1998：163）則採取路徑分析發現，教育程度是

經由對媒介議題的了解程度而影響第三人效果。 

除了年齡、教育之外，本身的專業知識是否會加深自我的優越意識

，擴大第三人效果認知，也是研究者關注的面向。Davison（1983: 8）

認為專家尤其容易高估了媒體對一般人的影響力；Tichenor, George, & 

Clarice（1980）也分析，專家容易傾向於認為媒體比較容易影響一般人

，而具有特殊專長的專家比較不容易被影響；一項有關核能政策的民意

研究亦顯示，當核能專家被問及帶有偏見的媒體相關報導對民眾的影響

時，大多數的核能專家咸認，民眾接觸這類報導容易被誤導，因為他們

無法得到正確的專業訊息（Cohen, 1982）。 

理論上，基於優越感作祟，人們易傾向認為自己較「優秀」、「開明

」或「社會化」，因此較能接受具有勸服性質的正面訊息；而人們往往

同時也低估了別人，認為他們可能「自私」、「麻木」或「無法理解訊息

」，因此難為所動。基於這樣的心理因素，當訊息被理解為具社會需要

性時，第三人效果認知可能會減少（Gunther & Mundy, 1993；Innes & 

Zeitz, 1988），或形成第一人效果認知（Chapin, 2000；Hoorens & Ruiter, 

1996；Meirick, 2002；White, 1997；White & Dillon, 2000）。 

Henriksen（1999）發現反菸廣告對青少年產生第一人效果；Chapin

（2005）發現反暴力的 MTV 節目對受訪者產生第一人效果；Gunther & 

Thorson（1992）以大學生為實驗，發現帶有正面情感訴求的廣告會產

生第一人效果，而中性的商業廣告出現了第三人效果，公益廣告則出現

了對自己和對他人影響認知無差異的第二人效果。Meirick（2004）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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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閱聽人對競選廣告的認知差異，指出第一人效果認知發生在與廣告訊

息不同黨的第三人和自己之間，因為人們認為該訊息對自己有需要性，

對不同黨的受眾不具需要性。Willnat, He, Takeshita, & Lopez-escobar（

2002）將文化差異與認同視為第三人效果的中介變項，發現亞洲學生視

美國媒體的影響為正面的，而歐洲學生則認為是負面的，以致於歐洲學

生產生第三人效果，而亞洲學生則呈現第一人效果。Lee & Tamborini

（2005）以美國學生和韓國學生為對象，從事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對第

三人效果影響之比較，此一跨文化的研究發現，較主張集體主義者，人

我界線較為模糊，第三人效果認知縮小。在行動層面上，Park & Salmon

（2005）發現，當人們認知到一個正面的公司慈善行為公關訊息對自己

的影響大於對他人時，會採取一些對該公司友善的行動。這項發現有別

於以往研究，也就是第三人效果的行動層面，未必來自於負面訊息造成

的第三人效果認知，在此反而是正面訊息的引動。 

三、第一、二、三人的概念解析 

大部分的研究主張，在自我和用以比較的團體（comparison group

）之間，兩者的遠近親疏適足以形成所謂的「社會距離」（social distance

）；自己和第三人的社會距離愈大，第三人效果認知愈大（Cohen & Davis, 

1991；Cohen et al., 1988；Eveland et al., 1999；Gunther, 1991）。 

所謂社會距離，可以是性別（Choi & Leshner, 2003；Eveland et al., 

1999；Lo & Wei, 2002）、教育（Eveland et al., 1999）及收入等其他人口

變項（Scharrer, 2002），也可以是心理認知上的差異。Brosius & Engel

（1996）認為受訪者認為他人和自己的心理距離愈接近，第三人效果亦

會縮小，例如遠近親疏感 （Duck & Mullin, 1995）、內外團體（in-group 

vs. out-group）（Mackie et al., 1996）等。 

第三人效果相關研究中，曾被提及的「第三人」包括一般美國民眾

（Cohen & Davis, 1991）、美國學生（Chapin, 2000）、德國的居民（Peiser 

& Peter, 2000）等。而以社會距離為概念所進行的考察，則包含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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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人和摯友（Chapin, 2000）、一般同儕和摯友（Henriksen & Flora, 1999

）、社區居民和一般民眾（Hoffner et al., 2001）、校園中學生和其他一般

人（Mutz, 1989；Wu & Koo, 2001）等。 

 Cohen et al.（1988）和 White（1997）皆直言，隨著同校園學生、

同州居民到一般民眾的社會距離逐漸加大，第三人效果認知也依序增強

。Gibbon & Durkin（1995）則比較自己、鄰居、其他州居民，以及其

他的澳洲人，也呈現了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與地理距離成正比。 

此外，教育水準亦被視為一種可能取代社會距離的因素，即第三人

的教育水準和自己相差愈多，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Peiser & Peter, 

2000；Tiedge et al., 1991）。至於和教育相似的概念──知識程度（

perceived knowledge），則出現不一的影響結果（Atwood, 1994；Lasorsa, 

1989；Price & Tewksbury, 1996）。 

McLeod et al.（1997）提出了不同於社會距離的「傳播目標」（targets 

of communication），解釋未必是人我之間的社會距離形成了第三人效果

認知，反倒是傳播訊息所鎖定的目標受眾（比方搖滾音樂迷之於搖滾音

樂節目）和非目標受眾，會有不同的影響差異。因此，媒介訊息的「主

題相關性」（topic-relevance）也是一個重要的中介變項；社會距離可以

由與媒介訊息的主題之相關性而定，亦可視受眾與傳播者的距離而定（

Meirick, 2004）。Eveland et al.（1999）強調「他族」與「我族」之定義

，不能僅單純地將一般大眾視為泛泛「他族」，而應該測量他們與媒介

訊息間的相對距離。衍申之，真正用以區辨「他人」和「自我」的準則

，不應該只有群體間的表面差異，而應該是媒體訊息的特質和受眾特質

的相似性，相似性愈高者，愈會被歸成「類我」，否則愈屬於「他人」

。例如，研究競選廣告的第三人效果認知時，社會距離不該再是我、同

儕和社會大眾之別，而應該是以與該則訊息相關的程度，作為區辨人我

距離的標準，比方說自己、同政黨黨員和一般民眾。 

性別這個變項本身，與第三人效果的關聯並不顯著（Rucinski & 

Salmon, 1990），但是性別和媒介內容的交互作用，則出現了與傳統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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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效應不同的結果。Lo & Wei（2002）發現，不論男女受訪者，都認為

網路色情對其他人的影響遠大於自己，且它對其他男性的影響也大於其

他女性。這種對受眾影響之性別差異認知，在女性受訪者身上尤為明顯

，特別是很少接觸類似媒介內容的女性。在行動層次上，認知到男性受

眾較容易受影響的人，較支持對網路色情採取限制手段。社會距離會擴

大第三人效果認知，亦即包括自己和他人的相似程度在內，愈不相似或

社會距離愈遠，愈容易被歸類為「他族」，因此媒介的效果在「他們」

身上，常被認知為和「我們」有差異（Cohen et al., 1988；Gunther, 1991

；McLeod et al., 1997）；從男性受訪者並沒有認為其他女性會比其他男

性易受網路色情影響的狀況看來，社會距離或「我族」、「他族」的概念

，並不能完全預測第三人效果認知，性別與媒介內容之關聯性應該是一

個中介因素（Lo & Wei, 2002）。 

在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中，比較團體的人數多寡，亦被視為一個可

能影響認知差距的中介變項（Duck & Mullin, 1995；Tewksbury, 2002）

。Tewksbury（2002）發現伊利諾大學的學生，對於同校的同學、同州

的州民或一般美國人這三種不同社會距離的比較團體，均出現團體內的

人數效應。當他們認知到比較團體的人數愈多時，出現的第三人效果認

知愈大。Tewksbury（2002）指出，人們在尋求比較團體的參考值時，

會傾向於比較特定而熟悉的人或人們，而不會用加總的群體概念，因此

人數愈多的群體會被視為愈遙遠的團體；另外，當被用來比較的團體人

數愈多時，人們對於該團體之認知會出現兩極化，此謂之 self-size effect

（Anderson, 1967；Kaplan, 1981）；這些特別的發現在理論和實證上，

都很值得進一步的探索。 

 

肆、理論的探究與疑問 
 

綜合文獻中有關第三人效果和相關假說的成因理論，其中用以解釋

第三人效果的理論，包括：歸因理論、平衡理論、社會比較理論、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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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同理論和自我分類理論等；適足以說明產生第三人效果的心理因素，

則包含：自我膨脹、自我服務偏差、樂觀偏差、自尊維護、自我促進、

認知易得性、優越感和自我中心等。 

 然而不論從理論的本質、影響產生的機制，或實證的結果，似乎

都顯示這些理論只提供說明式的、個案式的，或表面式的現象，缺乏系

統性的理論可以貫穿第三人效果的前提、理論、認知及行動層面。筆者

嘗試提出一些疑問和論辯如下。 

一、兩種「第三人」 

Davison（1983: 3）提及兩種「第三人」：一種是指人們認為傳播的

顯著效果不在你我，而在「他們」──亦即第三人的身上；另一種是「

宣傳或勸服的傳播者觀點」，此處第三人係指「那些關心明顯受眾（受

媒體勸服後）的態度或行為之人」。[4] 

在概念上，「第一種第三人」在第一人眼中，是那些可能被訊息內

容影響的「他們」；而「第二種第三人」則未必是訊息的主要接收者，

卻是那些認為「第一種第三人」可能受到影響而採取實際因應行動的人

。由此推知，Davison 本人可能不是「第一種第三人」，但顯然是「第

二種第三人」，所以他才會在看到對手文宣之後，著手設計並散發了反

制文宣；換言之，「第二種第三人」是認為別人可能受媒介影響而採取

行動的人，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人也可能是認為自己不易受影響

的「第一人」。 

Davison（1983: 1）在〈傳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的摘要中，提及

「一個訊息導致的效果，往往不是來自於受眾直接受到的影響，而是那

些（第三人）認為別人會受到影響的人所加諸的」，其實不乏佐證。例

如，在日軍空投宣傳品，導致白人軍官擔心黑人士兵受影響而撤退的情

節中，白人軍官所指稱的第三人，是那些可能受到訊息影響的黑人士兵

；但就 Davison 的第二類定義，白人軍官亦是那些擔心他人受影響而採

取行動的「第三人」。又如，在研究方法部分，無論使用問卷調查或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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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法，那些認為媒介訊息會對別人造成較大影響的受訪者及受測者，本

身亦可能是第二類真正採取因應行動的「第三人」。 

在導致行動層面的機制上，Davison（1983: 3）甚至認為日軍當初

在空投傳單時，或許本來就不認為黑人士兵會受影響（雖然挑撥的對象

是黑人士兵，也出現「不要為白人的恩怨無辜犧牲」的字眼云云），而

是期待白人軍官有錯誤的解讀，因此導致撤退行動、真正促發第三人效

果的第三人，並不是黑人士兵，而是白人軍官──儘管白人軍官認為，

那個被影響的第三人，「他們」是黑人士兵。這個邏輯帶有中國成語故

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味道。 

這兩類第三人在理論上相當不同。被認為比較容易受到影響的「他

們」，多半是學歷較低的、對某些議題外行的、較沒有判斷力的，或是

「很不同於我們的人」等。 

至於認為別人較容易受到影響，亦即自身帶有主觀的第三人，則可

能是 Davison（1983: 3）所指涉入事件較深者（如某候選陣營的策士）

、具有特殊心理狀態或背景者（如心虛的白人軍官），或具有相關之特

殊專業者（如西德報社的記者群）等。 

綜言之，不論是下令撤退的白人軍官，或者是採取緊急應變措施的

Davison，他們不一定是訊息設計者有意設計的影響對象，但卻成了實

際被影響的行動者。第三人效果的探討，在往後數十年間，給予訊息設

計者刻意製造間接效果的空間，而這些間接影響策略的實證研究，亦是

當今相關學術領域十分缺乏的部分。換言之，前述兩類的第三人，無論

在概念上、理論上或實務上，甚或是導致行動層面的原因機制上，都有

很大的差異；後續研究應該清楚地在理論和實證上，將這兩個類別區隔

開來。 

二、參考團體理論與投射效應 

人們在臆測民意分布時，會用「準統計」（quasi-statistics）進行推

估，這種準統計的功能可能來自於自身的觀察，或媒體的訊息（Noel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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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umann, 1974; 1980）。[5]然而在形成準統計的過程中，則有可能將自

身的喜好投射到對民意的估算之內，形成「投射效應」（projection effect

）（Conover & Feldman, 1989；Peng, 1997），即自己認為這則訊息有用

，也認為別人會作如是想。 

參考團體理論（reference group theory）提及的規範功能（normative 

theory），則指人們會將與自己意見、價值、規範相近的參考團體之主

張或感受，投射到一般大眾身上，認為民意應亦復如此（Kelly, 1952；

Miller, Gross, & Holtz, 1991）。 

投射效應所主張的「我們如是想，他人應亦如是」之心理因素，應

用於認知差距上，可能會出現「這則訊息對我有影響力，對他人亦應產

生影響力」，或「這則訊息對我毫無說服力，他人應該也會和我一樣不

為所動」等現象。 

例如 Davison（1983）最初的研究，若除去種族因素，將當時的場

景改寫為：「白人軍官與白人士兵同時接獲日軍空投的宣傳小冊子，內

容是鼓吹大家不值得為了保衛一個蕞爾小島，而犧牲生命」，此時基於

參考團體理論的規範功能，白人軍官可能將與自己意見、價值，或規範

相近的軍官同儕（參考團體）之主張，投射到白人士兵（另一個團體）

的身上，甚或是投射到一般民眾的身上，想像他們應該都會為國家、為

共同信念挺身而戰，因此這些軍官會認為，既然自己不為敵方宣傳品的

煽動內容所惑，士兵們也當如此。很明顯地，由此一理論所推衍出來的

現象，與第三人效果已有些許不同。這個例子也提醒我們，投射效應和

第三人效果在理論、現象、成因及應用上的差異性，值得進一步深思比

較。[6] 

也就是說，發展第三人效果研究的同時，應更清楚地回顧理論基礎

，說明人們在何種情況或條件下，會將自我的認知投射到對他人認知之

推估上，而縮減人我認知間的差異？又在何種情境或條件下，會擴大人

我認知的差距，形成第三人效果認知？唯有如此，方能建構一個完整的

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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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意與己意的互動關係 

Neuwirth & Frederick（2002）認為，第三人效果認知將對自己的影

響與對他人的影響以二分法作對比，忽略了自己和他人之間可能的互相

影響。事實上，以投射效應為例，此種以自己的想法推估他人想法的論

點，固然與第三人效果的成因不同，但相反地，參考他人的意見進而形

成己見的心理因素，亦和第三人效果的成因有所出入。 

「西瓜效應」（bandwagon effect）認為人們會因為對多數民意之認

知形成啟示（heuristic cue），而傾向於認同多數人的共識，導致自己的

想法、態度或行為，向認知中的多數民意傾斜（Chaiken, 1987；彭文正

，1996）；此外也可能基於同情心，而傾向於支持弱勢民意的一方，即

所謂「救落水狗效應」（underdog effect）（Ceci & Kain, 1982；Peng, 1997

）。同樣地，亦有可能形成「主流民意雖如此，但眾人皆醉唯我獨醒」

等強調己見獨異性之「遜強效應」（humble-the-winner effect）；或出自

落井下石心態，由於認知到非主流意見並不受歡迎，而更不認為己意受

到影響之「勢利效應」（snob effect）（Peng, 1997）。 

有關民意與己見形成過程中互動關係之理論，僅有遜強效應及救落

水狗效應，會擴大民意與己見之認知差距，其他包括投射效應、西瓜效

應及勢利效應，都傾向於因為對他人看法的認知，而拉近己見與民意的

差距。譬如在反制對手陣營文宣攻勢一例中，如果 Davison 認為這份文

宣對他並無影響，但恐怕對一般人會有影響，因而採取反制行動，這便

是典型的第三人效果；不過，如果 Davison 自己確實覺得這份文宣頗具

說服力，因而將自己的認知投射到他對其他選民的認知上時，就有可能

因為投射效應而採取行動──雖然兩者皆採取相同的反制行動，然其心

理因素和影響成因卻相當不同。 

羅文輝（2000b）將「對媒介影響認知」分為四類：第一類是認為

媒介對自己和對別人影響皆鉅者；第二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影響大、對

別人影響小者；第三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影響小、對別人影響大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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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類是認為媒介對自己和對別人影響皆微者。其中的第一類可能是「我

認為媒介訊息對我有影響力，因此對別人亦應如是」的「投射效應」；

亦可能是另一種類型，即「認知媒介效果對一般人頗具影響力，因而認

同了媒介訊息，也認為自己受到媒體影響」之「西瓜效應」，甚或是兩

者差距甚微之第二人效果。至於第四類可能是「我認為媒介訊息對我沒

有影響力，因此對別人亦不應產生影響」的「投射效應」；亦有可能是

「認知媒介效果對一般人不具影響力，因而認為自己也不會受到媒體影

響」之「勢利效應」，或是對自己和對他人影響皆些微且差不多的第二

人效果。而第二類和第三類中，較為明顯之認知差距，則較符合第一人

效果和第三人效果。 

綜言之，如果人們對於訊息對自己的影響力（己見）和對他人影響

力（民意）的互動關係，也產生類似己意對民意的投射關係，那麼支持

第二人效果，或挑戰第三人效果的相關理論及實證，應獲得更多的重視

和支持。 

四、訊息好壞與需要性 

第三人效果中，媒介訊息的正或負面是一個核心變數。當媒體內容

是負面或不需要的，受訪者會認為該媒體內容對自己的影響較小，對他

人的影響較大；如果媒體內容是正面或需要的，則受訪者會認為該媒體

內容對他人的影響較小，對自己的影響較大。 

此一理論牽涉到幾個需要釐清的概念：第一，對於媒體內容，所謂

的負面或不需要，究竟是由誰的價值觀來界定？一種可能是「受訪者認

為的一般民意」，也就是受訪者以他的準統計功能判斷的「社會大眾的

價值觀」；另一種可能是「相對於受訪者個人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這

種會導致第三人效果認知的認知面、甚或行動層面的機制，其實來自於

個別的人對媒介訊息的評價或影響。然而，第三人效果研究常常把特定

內容直接歸類為負面訊息，在多元價值文化中，這樣的二分法未必符合

現實；況且，如果訊息偏向的認定是根據準統計功能下的社會共識或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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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決，則對意見氣候或社會價值的認定，亦常因人而異，不應視為一個

常數。[7] 

第二，訊息不該只有正負兩種，應該設法辨識正的程度和負的程度

。羅文輝（2000b）發現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會影響人們的第三人效果

認知；媒介內容的負面程度愈高，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愈大；

媒介的負面程度較低，第一人和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也愈小。羅文輝並

建議，後續研究應進一步探究媒介內容的正面程度是否會造成較大的「

逆第三人效果」。 

綜言之，訊息的正、負，或者「不好」的訊息和「非常不好」的訊

息，在人們認知形成的過程之差異性為何，以及對訊息的評價如何導致

預估影響（包含對他人及對自己）的偏向及大小，仍須深入釐清。 

五、認知與認知差距 

傳統的第三人效果研究認為，所認知到的「媒體對他人效果」和「

媒體對自己效果」之差異，乃是造成後續行動的因素。然而，Gunther & 

Storey（2003）則強調，「認定影響力的影響效果」（influence of presumed 

influence）才是導致採取行動的動力。亦有研究指出，人我間影響認知

之差距，或高估媒體對他人影響，其實都不是第三人效果行動層面的因

素，只要人們認為媒體可能會對他人造成影響，就會主張或採取因應措

施（Gunther, 1998）。 

可能影響行動層面的因素，包含了對別人受影響的高估、對別人受

影響的程度、對自己受影響的程度，及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而第三人

效果認知差距除了可能來自於對別人之高估，亦可能來自於對自己的低

估。從理論觀之，高估對別人的影響和高估對自己的影響，乃屬不同的

機制，[8]高估和正常的估計亦來自不同的機制，而高估和低估也有不同

成因；究竟是認定的影響力發揮了作用？還是高估或低估發揮了作用？

抑或是對自己和對別人的差距促成後續因應行動？以上均涉及第三人

效果原始理論的核心，需要後續研究追根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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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認知差距與對應行動 

只考慮第一人和第三人的認知效果差距，而未考慮對自己或對他人

影響認知之發生機制，並就此作為推論後續限制媒介行動的主要依據，

是第三人效果有關行動面的研究之一項瑕疵。 

Perloff（2002: 499）批評第三人效果認知會導致行為的說法太過簡

單化，忽略了認知與行為的中介過程之可能機制。羅文輝、牛隆光（2003

）認為「自我尊重」和「自我效能」兩個自尊的類型，對於負面媒介內

容的第三人效果有不同影響：「自我尊重」程度較高者，常會迎合社會

主流價值，排斥不符合社會主流價值的媒介內容，較易產生第三人效果

認知，也較支持限制負面內容；相對的，「自我效能」程度較高者，常

認為自己有能力抗拒媒介負面內容的影響，比較不會產生第三人效果認

知，也比較不主張限制負面內容。由此觀之，自尊的兩個不同類型，由

於心理因素和形成機制不同，造成的效果認知、認知差距及對應行動皆

可能不同；不論是由理論機制推衍到認知差距，或由認知差距推衍到後

續行動，需要更謹慎地探究不同條件下的效果（conditional effects）。 

例如，就心理層面而言，由於樂觀偏差或優越感作祟，人們可能認

為自己雖受負面訊息影響，但並無傷大雅；也就是說，此人不必然會主

張限制媒介的態度或作法。另外，人們也可能基於自由主義的信念，而

主張他人雖受影響，但仍無須政府介入；比方說，網路色情可能造成對

他人較顯著的負面影響，但是受訪者有可能認為維護言論出版和自由更

為重要。有鑑於此，後續實證研究在連結認知差距和對應行動時，不妨

將受訪者對於政策的期望、效能及人權的認知等因素納入考量，方能過

濾出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對限制媒介行動的真正影響。 

七、訊息的總體面與個體面 

一個訊息的訴求層面不同，影響受眾認知的層面和範圍也因此不同

。譬諸全民健保公益廣告的訴求，如果強調濫用健保資源會影響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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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品質，則閱聽人會傾向於認定訊息的影響是個人層面；但若強調資

源的浪費將造成政府財政支出的窘迫，則民眾的認知可能會是總體面的

國家經濟問題。這兩者有相當的不同：一旦訊息負載的層面是總體的（

macro-level），受訪者可能會認為「他們」或更大的團體，如社會大眾

等，將受到直接的影響；倘使訊息負載的層面是個體的（micro-level）

，受訪者會傾向將效果連結到個體而非群體。Pan & McLeod（1991）

即直言，傳播研究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跨越層次的連結（cross-level 

linkage）常被省略、未檢驗，或認為只是簡單的加總、減除即可代表。

於是，當訊息涉及的層面有可能影響認知時，對於經常往返於個體（如

你我）與總體（如他們）間影響層面的第三人效果而言，必須更清楚地

觀察、概念化並測量跨越層面的不同影響。 

 

伍、研究方法的探究與疑問 
 

二十多年來，第三人效果研究大量採用量化實證方法檢驗理論的實

用性，從最早 Davison 採用三十人左右的非隨機抽樣樣本，演進至逐漸

成熟的研究方法和計量工具，強化了實證研究的證據力，也更確認了理

論的說服力。綜合第三人效果的研究方法，實不脫問卷法和實驗法；加

上牽涉著個別認知的差異性及自變項媒介訊息的操控，因此又以實驗法

居多。在衡量媒體效果時，方法通常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特別是欲區

辨媒體影響力大小時，更需要高度的信度與效度。然而，當前的第三人

效果研究，仍有若干方法上的歧異需要進一步地釐清。 

一、次序效應不容小覷 

大部分有關第三人效果的研究中，問卷會先詢問媒介對他人的影響

，接著下一題再續問媒介對自己的影響，此其間可能產生問題對照效果

（question-contrast effect）；亦即受訪者可能在回答第二題時，係以第一

題回答的尺度大小作為參考（Price & Tewksbury, 1996），因此如果題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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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順序對調時，結果可能會不一樣；然而這樣的假設，在實證工作上並

未獲得明顯的支持（Gunther, 1991; Rucinski & Salmon, 1990; Tiedge et 

al., 1991）。 

Dupagne, Salwen, & Paul（1999）為了測試問卷的次序效應，將問

卷按題目先後順序分成四組：(1) 限制行為－他人影響－自己影響；(2) 

限制行為－自己影響－他人影響；(3) 他人影響－自己影響－限制行為

；(4) 自己影響－他人影響－限制行為。研究結果顯示，在認知層面上

，次序效應並不明顯；在行為層面上，則發現，當對自己影響及對他人

影響的題目，置於限制行為的相關題目之前時，受訪者會較傾向於回答

支持限制媒體的選項。 

此外，雖然未發現顯著的次序效應或對照效應，Price & Tewksbury

（1996）卻察覺政治常識與問卷次序出現了交互作用。例如，詢問「白

水案」造成的影響時，一組先被問及對他人影響的受測者，後來在評估

該案對自己的影響時，結果與其政治常識得分成反比；亦即政治常識愈

充足的人，認為自己受到「白水案」的影響愈小。然而，另一組先被問

及對自己影響的受訪者，則無此現象。 

為了避免可能發生的對照效應，亦有研究採取更徹底的區分，也就

是一組單獨只問對自己影響，而另一組單獨只問對他人影響，以確保受

訪者能夠不受干擾地作答。就此，Price & Tewksbury（1996）以「白水

案」、「辛普森殺妻疑案」及「麥可傑克森孿童案」三種媒介訊息，對密

西根大學學生作實驗，結果均未發現任何對照效應或次序效應。 

David et al.（2004）運用實驗設計，讓所有受測者同時被問及訊息

「對自己」和「對他人（包括朋友和一般學生）」之影響，發現負面訊

息所產生的第三人效果及正面訊息所產生的第一人效果均顯著。在他的

第二個實驗中，受測者分為三組，每一組分別只被問及訊息「對自己」

、「對朋友」或「對一般學生」的其中一項，以避免對照效應，結果顯

示負面訊息產生的第三人效果依然顯著，而正面訊息可能產生的第一人

效果卻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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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有關次序效應或對照效應的實證研究，雖然並無定論，但是這

些影響背後的理論探討，值得深究。 

一般而言，當受訪者被問及媒體對自己與對他人之影響時，究竟是

先評估自己受到的影響，還是先評估他人受到的影響，有可能受到問題

的順序而定。受訪者先被問及對自己之影響、再被詢及對他人之影響時

，在回答他人所受影響之際，有可能以衡量對自己影響之尺度為基準；

另一方面，若先被問及對他人的影響、再被詢及對自己的影響時，則很

難避免援引先前回答的衡量概念，作為比較起點。 

這兩種模式之影響機制並不相同。先被問及對自己之影響時，投射

效應可能發生，意即人們會將自己的想法投射到對他人意見的評估上；

反之，若先被問及對他人之影響後，隨即回答對自己之影響時，則容易

受到對他人影響評估的干擾，也就是可能發生西瓜效應或勢利效應。但

是，這三種效應都會縮短認知差距，形成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縮減或第

二人效果；至於救落水狗效應和遜強效應則會擴大認知差距，突顯第三

人效果認知或第一人效果認知。 

緣於方法及理論的歧異性，次序效應或對照效應對第三人效果假說

的影響，實需要更多的檢驗。例如在實證方法上，Dupagne, Salwen, & 

Paul（1999）將問卷順序分成四組以檢驗次序效應：(1) 限制行為－他

人影響－自己影響；(2) 限制行為－自己影響－他人影響；(3) 他人影

響－自己影響－限制行為；(4) 自己影響－他人影響－限制行為。未來

之實驗可以加入：(5) 他人影響－限制行為－自己影響；(6) 自己影響

－限制行為－他人影響。第五組和第三組的比較，或可進一步檢驗「只

考量媒介內容對他人的影響對於是否支持後續行動的影響」與「先後考

量媒介內容對他人及對自己影響對於是否支持後續行動的影響」之間，

影響力是否有所不同？易言之，先「揣度他人」再「自我評估」，與只

「揣度他人」而不考慮自己，兩者有無不同影響？同理，第六組和第四

組的比較，則可用以評估只考慮「媒介內容對自己的影響」旋即考慮「

是否支持限制媒介內容」，與先「考慮對自己的影響」再「考慮對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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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響」，兩種效果是否有所不同？是否會產生「將對自己的影響推估

到對他人影響」之投射效應，進而影響對媒介內容限制的意願？ 

此外，後續研究亦可加入訊息（正面和負面）、議題（總體面和個

體面）或其他變項（如人口變項、自我尊重或自我效能等）等，進一步

檢驗次序效應和對照效應與其他因素，是否有交互作用。 

二、相對差距與絕對差距 

在測量第三人效果認知對行動層面的影響時，通常使用多元迴歸方

程式，將「對自己的影響」、「對他人的影響」，以及「他人和自己的影

響差距」當成主要自變項，而將贊成採取限制媒介等後續行動當成依變

項。然而因為「對他人和對自己影響之差距」與「對他人的影響」和「

對自己的影響」間有函數關係，「多元共線性」所造成的擴大迴歸係數

的不正常效果勢所難免（羅文輝，2000a：119）。 

Eveland et al.（1999）和 McLeod et al.（1997）認為將認知差距當

成自變項，忽略了該數值的相對大小。因此他們提出「鑽石模式」的迴

歸分析改進方法，建議同時將「對他人和自己的影響差距」及「對他人

和對自己的影響總和」這兩個變數，都放入迴歸方程式中當成自變項；

如此一來，「對他人和對自己的影響差距」對於依變項的效果，意味著

控制「對他人和對自己影響之總和」不變之情況下的效果。 

但事實上，這樣的作法並未達成欲考慮相對大小的用意，反而是在

控制總效果「不變」的情況下，所得到的「絕對認知差距」對依變項的

影響。鑽石模式不但沒有解決認知差距相對於總效果之大小問題，亦沒

有區分「對自己和對他人皆有很大影響」及「都沒有什麼影響」兩種人

；此外，「他人與自己的影響差距」和「他人與自己的影響總和」一樣

具有高度相關，而對於多元共線性的問題，亦未有顯著之改善。 

筆者認為，只用絕對差距而忽略相對差距，確實是一個問題，畢竟

，一個認為媒介對自己影響是四分、對他人影響是五分（滿分為五分）

的人，和一個認為媒介對自己影響是零分、對他人影響是一分的人，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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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各自造成的一分差距，其概念上和統計上的意義，應該是截然二分的

。前者認知差距為一分，相對於總效果之九分，意味著受訪者認定的認

知差距是很細微的；而後者認知差距的一分，即為受訪者所感受到的全

部效應，這一分在受訪者心目中的分量，不應等同於前者。 

「認知差異的相對大小」和「對自己對他人影響大小」的四種組合

──對自己對他人影響認知皆高；對自己影響認知高，對他人影響認知

低；對他人影響認知高，對自己影響認知低；以及對自己對他人影響認

知皆低」──在概念上和統計上的盲點，都會影響第三人效果假設在實

證上的效度，尤其需要釐清。 

三、實驗情境與現實差距 

Tyler & Cork（1984）和 Mutz（1989）所提出的「非親身影響」，

強調媒體未必會對個人自身造成直接的影響，而是會影響其對別人可能

想法之推斷，因此間接導致實質的影響。這樣的機制，在表面上說明了

認知或認知差異形成後續因應行動的原因，卻忽略了因應行動所造成的

真正影響力，往往不是透過如受訪或受測者那樣的一般人，而是來自於

有權力的決策者。例如，Davison 身為競選陣營文宣策士，一度錯判對

手陣營文宣對於選民的影響，而採取了反制措施；或如，政府官員查禁

色情書刊，往往基於官員認為雖然自己不會被它煽惑，但是民眾可能受

到影響。 

然而值得關注的是，第三人效果的相關研究中，受測者幾乎都是大

學生或一般民眾，因此，所得到的結論與真實世界難免會有落差。這個

落差可能來自於兩方面：(1) 受測者人格特質的差異，造成的媒體效果

認知的差異，例如政府官員可能較具使命感，測得的第三人效果及限制

行動之意願，與一般人不同；(2) 在實務上，限制行動的影響力，在現

實上有其差別性，例如新聞局長對於情色影片的第一人效果、第三人效

果，或第三人效果認知，可能直接左右了查禁政策，其影響力非實驗室

中的升斗小民足堪比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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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推論，掌握決策力或執行公權力的人，或基於職責所在，或

基於自我實現，可能會有較強的「使命感」及「自我尊重」，因而較迎

合社會主流價值，其第三人效果或第三人效果認知也會比較強，故而轉

換成的對應限制行動，也最有可能成為立竿見影的政策，造成「真正的

影響力」，而非「實驗室中的影響力」。因此，建議往後的研究可多著手

於政策決策或執行者的第三人效果研究，瞭解他們相對於一般人，是否

有較強的「自我尊重」、是否有較顯著的「第三人效果」或「第三人效

果認知」，如果真如此，那麼第三人效果（認知）的行動層面之影響力

，將因為受影響人的不同，形成更直接而實際的影響。 

順此邏輯，對於公共政策的決策者而言，其所執行的公權力是為「

第三人」把關，因此，「第三人效果」是否就可以直接促進其限制行動

的意願，而不需要透過「第三人效果認知」，應該是後續研究的新方向

；如 Salwen & Driscoll（1997）、羅文輝（2000b）等學者，均曾建議以

「第一人效果」與「第三人效果」來取代「第三人效果認知」，進行對

限制行動的檢驗。 

直言之，重新檢視媒體效果認知造成限制行動的因素和機制，或進

一步分析在「一般社會大眾」和「有公權力的人」身上，是否具有不同

的作用機制，相信將有助於我們更深入且周延地暸解第三人效果的真實

影響力。 

 

陸、討論與建議 
 

經過二十餘年的演化，第三人效果累積了約兩百篇的期刊論述，然

而一些關於理論、方法和應用的困惑，也始終反覆論辯著。第三人效果

研究的歧異性，究竟來自於理論本身的周延性不足，抑或是媒體效果的

本質使然，需要系統性的檢驗。援引 McLeod, Kosick & Pan（1991）提

出的幾個衡量媒體效果的面向，也許可供第三人效果在理論和實證上，

發展出更細緻的觀察和測量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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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體與個體（macro vs. micro） 

目前第三人效果研究僅限於探討媒介訊息對個人認知、態度或行動

意向的影響，不過，有關消費面個體與總體的互動、訊息製作面層次內

的分析（within-level analysis），以及跨越層次分析（cross-level analysis

）等，都猶待更多的探討，才能進一步瞭解第三人效果影響和成因之全

貌。相關的提問，包括：一個具有說服意圖的訊息如何在媒體形成？在

訊息的設計過程中，如何評估訊息可能造成的影響？是否將這些預期影

響考慮在內容的設計中？評估影響的對象是社會大眾、目標受眾、家庭

或閱聽人？是否因為影響層級的不同而調整訊息內容以為因應？訊息

在傳達到閱聽人之後，個別閱聽人或群體受眾是否會彼此互動影響，而

衍生出新的效果？  

此外，在產製面到閱聽人面的連結上，需要釐清跨越層次分析可能

衍生的問題。以「呼籲大家愛惜健保資源」的訊息設計為例，如果訊息

內容強調的是個體面影響，像是呼籲「濫用健保資源會影響個人的醫療

品質」，則閱聽人是否會比較著眼於思考、或擴大這則訊息對「自己」

的影響？而若訊息強調的是「資源的浪費將造成政府財政支出窘迫」，

閱聽人是否又會傾向將效果連結到對「他們（第三人）」的總體面影響

？欲區辨從訊息到閱聽人之間跨越層面的影響力時，在訊息設計上，後

續研究除了將訊息正負面當作自變項之外，也可以加入訊息「涵蓋層面

」（總體與個體）這個自變項。 

二、變動性與穩定性（alteration vs. stabilization） 

效果的改變較易於觀察，因此媒體效果的研究多側重於衡量變動性

，但這並不意謂只有改變才是效果，不變與變都該是媒體研究的重心（

McLeod et al., 1991）。舉例來說，在 1978 年的一項實驗中，33 名哥倫

比亞大學學生在觀看有關紐約州長選舉與罷工議題的內容之後，36％的

學生認為媒介訊息對自己和對他人之影響沒有差異，這項訊息說明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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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效果存在的可能性（Davison, 1983）。然而此後的研究，特別關注

這種認知差距不明顯的第二人效果者寥寥可數，大部分研究對於認知差

距不顯著的發現均一筆帶過，忽略了另一種現象存在的可能性及背後的

理論機制，往後的研究對於第二人效果的關注，不應亞於對第三人效果

的關注才是。 

自 1978 年 Davison 的第一項實驗至今已三十年，媒體的結構產生

極大變化，是否會使閱聽人更輕忽了媒體的影響力，以為「訊息內容可

信度偏低，不論是我或他人早已麻木」，或「第二人效果」是否會隨時

代和媒體科技的變遷逐漸受到重視，猶待觀察。此外，以往第三人效果

的相關研究設計，多半是在實驗室的情境中完成，但在真實社會，閱聽

人對媒介訊息的相信程度，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媒體效果的認知，進而

縮小第三人效果之認知差距，或許可從更多的真實事件中貼近觀察，並

連帶考慮訊息可信度這個因素的影響力。 

三、累積性與不可累積性（cumulative vs. non-cumulative） 

不同的媒介訊息會造成不同的認知差異，但除了正負面代表的方向

性之外，仍可探討：訊息的強度與認知的強度之間有什麼樣的關係？訊

息的強度如何定義？有哪些面向？是否具有可累積性？單一訊息和多

則訊息是否會造成受眾認知上的明顯差異？其間的關係是線性關係或

邊際效應遞減∕遞增？涵化效應的累積效果是否同樣適用於重複多次

的說服性訊息，以致於造成累積性的第三人效果？是否因而擴大認知差

距？抑或驅策更強的行動力？ 

後續研究可以在訊息內容這個自變項中，加入累積性（單一訊息或

連續報導）這個變項，看看重複多次的暴露是否會使閱聽人的認知改變

，因而擴大、或縮小第三人效果認知差距？又，亦可測試消息來源（單

一來源或多重來源）是否會影響相信和認知的程度？是否會因而改變三

人效果認知差距？ 

在消費面上，對個別受眾造成的第三人效果，是否會累積形成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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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或溝通模式的變化（如沉默螺旋）？是準統計影響個體的認知，還

是受眾之認知投射到民意分布的推估？這兩者如何形成動態的影響迴

路？第三人效果認知導致的行動意向，影響的是個別的行為，還是集體

行為？媒體對組織行為的影響，仍需要進一步探究在組織內媒體效果的

可累積性或不可累積性。 

此外，後續研究還可以觀察第三人效果的行動面，在組織內造成的

效果是集體效應，抑或是個別效應？例如，發一封指控公司產品瑕疵對

消費者造成傷害的電子郵件給所有員工，並讓他們以為這封信已經廣為

流傳至社會大眾；然後研究者以參與觀察的方式，近身收集組織內部對

這個事件的溝通及後續決策過程，並分析管理階層、權責部門、一般員

工、年齡或年資等因素各有什麼影響？如此應可更了解第三人效果在群

眾中如何形成輿論及行動。 

四、長效性與短效性（long-term vs. short-term） 

大部分的第三人效果實證研究係以實驗法為之，其因乃在於易操控

媒介訊息內容的主要變因，如正負面、有否需要性等；同時，也便於測

量媒介形成之認知差距，並隔離可能困擾的變項（confounding variable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實驗方法測量到的媒體效果，多半只是收視媒

介訊息後立即的短暫效果（McLeod et al., 1991）。 

故，值得觀察的是：第三人效果中的認知差距，是否會在接受媒介

訊息後立刻發生？有沒有可能隨著時間而效果遞減？或者，反而會受外

在的其他因素影響，隨著時間的擴散加強了效果？這樣的效果是立即發

生，還是有延遲效應（delayed effect）？對自己影響之認知，和對他人

影響之認知，兩者受時間影響的速率是否相同？對他人影響之認知是否

可能會隨著時間延長而漸趨理性，使得人我影響之認知差距縮小？在行

動層面上，認知差距對行動的影響，是否可能也受到時間的影響？ 

換個角度而言，第三人效果是否如同涵化效應或預示（priming）

效果一般，具有長效性、持續性，甚或延遲性，這個問題尚未受到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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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視，未來需要更多的關注，不宜受限於慣用的研究方法，而忽略了

它的可能性。 

於是，後續研究應多利用田野實驗或參與觀察等多元工具，並且在

測量媒介效果時，多使用縱貫式（longitudinal）觀察，將「時間」這個

重要因素考慮在內，當有助於觀察媒介在閱聽人身上的時間效應，以及

媒介效果的變化。 

五、質化與量化（qualitative vs. quantitative） 

一般媒體效果的研究，不乏量化與質化的交互驗證，然而第三人效

果則全部採量化分析，至今尚未出現相關的質化研究。 

第三人效果研究普遍被認為需要更多的理論支撐，以完善說明在什

麼樣的訊息中、什麼情境下，會讓什麼樣的人產生認知差異。若將這些

變項視為單一面向而忽略了條件式的推演，可能是一項影響效度的潛在

風險。Tewksbury（2002）即認為，社會距離不是一個單一面向的變數

，與傳播者或媒介訊息的距離（Eveland et al., 1999）、相似度或熟悉度

的認知（similarity and familiarity）、自我識別（identification）（Perloff, 

1996）等，都是可能的面向或指標。易言之，僅以問卷中的幾個問題來

測量受訪者複雜的認知過程，是量化研究的盲點，亦是導致簡化多面向

變數及條件式變數的原因之一。故未來的研究應該輔以深度訪談，進一

步瞭解認知差異形成的原因，也許能夠指出認知、態度與行為間的關聯

性；假使想要了解某競選陣營為何會推出反制文宣，參與觀察不失為一

個選擇，藉此可以在機構內跨越總體與個體，觀察決策與行動受第三人

效果影響的動態過程。 

不僅如此，今後的研究應加強對訊息產製面的瞭解，並且多走出實

驗室從事自然實驗（natural experiment），以近身探索訊息設計者的動

機和其預期效果，如此將有助於了解試圖利用第三人效果達成目的的訊

息設計者，其預期效果與實際效果有何異同。例如本文一開始提到的美

國總統大選的地方初選個案，除了研究 Davison 這位「第二類的第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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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會對對手陣營散發的負面文宣如此憂慮，並立刻採取反制措施之

外，也應該深入了解訊息設計者的預期目標是否和閱聽人之反應相同，

這對應用第三人效果投入廣告實務和公關操作，應有所助益。 

 

從學術研究的角度觀之，第三人效果研究至今二十餘年的累積，應

該還只是個開始；周延的理論體系建立、跨越層次的實證探討，以及亟

需改進的研究方法，都是學術界有待進步的空間。在媒體政策方面，第

三人效果提醒我們必須仔細衡量，源於考慮媒體效果而制定的政策，是

否具有需要性及合宜性；因為人們判斷媒介內容對自己沒有影響，並不

意味著就不會有行為層次上的反應，通常人們會因為預測別人可能的反

應而有所因應（胡幼偉，1998：244）。譬如，政策制定者往往基於對社

會大眾的判斷而採取行動，亦即，某項政策的執行，並不代表真有其必

要性，也許它只是低估了社會大眾能力的一個產物罷了。但弔詭的是，

如果不因應他人可能的影響而採取相對應的行動，又有可能誤判了局勢

而蒙受損失；比方說，媒體散佈的股市利多或利空消息，縱使再沒有根

據，只消第三人效果在部分股市投資人的心中形成，它就有可能造成實

質的漲跌。換言之，實務上真正的影響，倒不在於有沒有第三人效果或

統計上是否顯著，而在於有多少比例的人會產生第三人效果、這些效果

的行動層面規模有多大。因此，針對媒介訊息，究竟該不該採取因應行

動？這猶然是一個待解的難題。 

不論是來自於預測效果的影響力，或是來自於第三人效果認知，當

中必然有部分認知，其實是來自於錯誤不實的臆測，包括高估媒體對他

人的效果，和低估媒體對自己的效果。但值此同時，在實務界，也有不

少公關人、廣告人和媒體主管明知媒介訊息其實不具有那麼大的效果，

卻樂見被膨脹的媒體功能，而坐享「灌水」帶給自己和公司的益處。誠

如 Davison（1996: 116）在〈重返第三人效果〉（“The Third-person Effect 

Revisited”）一文中，反諷地說：「社會安定可能需要一定程度地建築在

法律或政治訴求對他人影響力的一些錯誤認知上。」只是，如果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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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人們發現媒體的種種影響力不過只是編造的幻覺時，那個沒有穿衣

服的國王又該如何自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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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媒介訊息的社會需要性是指「社會容許、需要的訊息」（羅文輝

、牛隆光，2003：143）。 

〔2〕不需要（undesirable）的媒介內容包括了暴力、色情和負面廣告

等負面訊息（羅文輝，2000b：96）。 

〔3〕例如閱聽人甲（P）基於「自我膨脹」的偏差，會認為其他人（O

）是比較差的，因此 PO 線段（代表 PO 間的關係）是負值；當

他認定一則訊息（X）屬於負面，對自己沒什麼影響，則 PX 線段

（代表 PX 間的關係）亦是負值；此時為了維持心態上的平衡，

達到 P-O-X 三角形中三邊乘積為正之假設，則 OX 線段（代表

OX 間的關係）必須是正值，也就是，某甲會認為其他人將接受

這則訊息或受到影響。 

〔4〕Davison（1983）在〈傳播的第三人效果〉一文中，兩度提及「兩

種第三人」的概念。在第三頁中提及「第三人效果有兩種不同的

觀察角度。一種是傳播的最大效果不在「你」或「我」身上，而

在「他們」──第三人身上。從宣傳者或勸服者的角度觀之，第

三人是那些關心明顯受眾之態度及行為的人。另外，在其摘要中

，亦提及「每個人都認為『我不會被（媒體）影響，但他們（第

三人）有可能被說服』，有時候，媒體訊息會影響行動，並非來

自直接明顯的影響，而是來自於那些（第三人）認為媒體會有效

果的人。」 

〔5〕沉默螺旋理論指出，人們因為害怕孤立，會運用觀察週遭環境（

monitor their social environment）和準統計的本能，觀察週遭的民

意分布及風向。他們會試著去判定自己是否站在主流意見的一方

，當發現自己屬於主流意見（dominant）或漸受歡迎（gaining ground

）時，會更願意在公開場合表達意見。這種趨勢會使那些認為自

己意見為主流者更常公開表達，而自認為是弱勢意見者則更為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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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此一沉默螺旋通常必須等到一些不畏懼主流表象的頑固份子

（hardcore）發聲之後，才有可能停止（Noelle-Neumann, 1974, 1984, 

1985；Glynn & McLeod, 1984；Lasorsa, 1991；Salmon & Neuwirth, 

1990；McDonald, Glynn, Kim, & Ostman, 2003）。基本上，大眾

媒體提供了準統計的參考來源，幫助人們得以判斷：(1) 哪一種

意見是主流意見的印象；(2) 哪一種意見是正在增加的印象；(3) 

哪一種意見是可以在公共場合說出而不會被孤立的印象（Noelle- 

Neumann, 1973）。 

〔6〕投射效應是指人們習於把自己的喜好或認知，投射到對別人喜好

或認知的臆測上，因此會發生「我認為這則訊息有用，別人應也

會如是想」或「我深受這則訊息影響，別人應也會受到影響」的

類推。筆者循此理論之邏輯，推論在投射效應下，閱聽人評估訊

息對自己的影響和對他人（第三人）的影響，結果會相當一致；

與第三人效果認知中，所謂「對他人影響較大（小）、對自己影

響較小（大）」認知差距有所不同。建議後續研究能夠繼續探問

，究竟在什麼機制下，人們會認為訊息的影響力在人我之間是相

似的，又在什麼心理因素下，會是有差異的。 

〔7〕一則訊息對甲而言是為負面訊息，對乙而言可能並不如是。其間

可能牽涉到文化的因素、道德標準的差異或個人價值觀的偏向。

比方說，一般被相關研究視為負面訊息的網路色情，在部分西方

人的認定上，就有可能不盡相同。因此，筆者建議未來可以在問

卷中，由受訪者自己認定訊息之正負面，會比研究者主觀界定更

為妥適。 

〔8〕例如「自我效能」較偏向對自我能力之評估；因此，低自我效能

的人，比較有可能認為自己無法抵抗媒介影響；而缺乏自信的人

，即使明明具有某些能力，卻可能總認為自己不足，因此認知上

以為媒介對自己的負面影響，其實超過實情，亦即高估了媒介對

自己的影響。另一方面，「基本歸因謬誤」容易使人們將不同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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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其他人行為，歸因到個人特質因素，故而會用屬於個人特

質的較簡單因素去判斷他人行為。Rucinski & Salmon（1990）、

Gunther（1991）均認為，著重在個人因素之影響，容易高估了媒

體在他人身上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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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guments of the third-person effect only provide partial and contingent

explanations. Efforts seeking theories which can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third-person effect across cognitional and behavioral levels are needed. 

Methodologically, any conclusions about whether "order effect" interferes

with the third-person effect call for further examination. For example, predict-

ing support for censorship by perceptual differences has its limitations. "Impact

on self", "impact on others", or "impact differences between self and others",

which could possibly result in censorship, needs to be clearly differentiated.

Research on the third-person effect needs to differentiate between the following

effects: micro vs. macro, alteration vs. stabilization, cumulative vs. non-cumu-

lative, long term vs. short term, and qualitative vs. quantit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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